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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中国 ２００７—２０２１ 年上市公司绿色专利申请数据，以智慧城市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多

期 ＤＩＤ 模型探究智慧城市建设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渠道。 研究发现：智慧城市建设对企

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数量”和“质量”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该结论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多期 ＰＳＭ⁃ＤＩＤ、安慰剂

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从作用渠道看，智慧城市建设能够通过政府环保补助、缓解融资约束及

高质量人才和高科技企业集聚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进一步研究发现，该试点政策对国有企业、大规模企

业、高科技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促进作用更大。 研究结论为智慧城市试点政策的评估提供了微观企业层面

的经验证据，为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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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现腾飞的同时，环境问题也从无到有、不断恶化，逐渐引起广泛关注。 随

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不断引发能源紧缺、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一系列“城市病”问题，“智慧城市”应运

而生。 智慧城市是以科技创新为支撑，以智能、绿色、低碳为特征的一种新型城市发展模式，是推动城市

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 绿色技术创新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力［１］。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国务院印发的

《２０３０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中明确指出，要发挥科技创新的支撑引领作用，加快实现绿色低碳科技变

革。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完善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实

施方案（２０２３—２０２５ 年）》强调要充分发挥市场在绿色技术创新中的主导作用，吸引创新要素向绿色领域集

聚。 同时，党的二十大报告也多次强调，要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发展绿色低碳产业。 绿色技术创新将创

新驱动与绿色发展有机结合起来，成为中国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实现美丽中国的有效途径。 于企业而

言，其不仅是自然资源消耗与污染排放的主体，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和关键行动者［２］，同时还是智慧城

市建设与运营的直接参与者。 那么，智慧城市建设能否提升微观层面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量”与“质”？ 二

者通过何种渠道发挥作用？ 对于不同类型企业是否存在异质性？ 这些问题成为本文探究的主要内容。
二、 文献综述

城市已成为创新活动的关键组织单位，将企业、人才和其他必要的机构和资源聚集在一起。 伴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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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新一轮信息通信技术的革命浪潮，数据生产要素逐渐代替传统生产要素成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主导因素。 同时，为了缓解城镇化建设诱发的“城市病”问题，智慧城市应运而生。 智慧城市是一个

模糊的概念，构建智慧城市既没有万能的模板，也没有万能的定义［３］。 早期的智慧城市是一种智能

化、技术层面的概念，重点在 ＩＣ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对城市现代基础设施的

作用上。 随着城市问题的加剧，智慧城市的内涵演变为包含绿色经济、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绿色智慧城

市。 Ｍｏｒａ ｅｔ ａｌ． ［４］将智慧城市定义为利用数字数据和技术创造效率以促进经济发展、提高生活质量和

提高城市的可持续性。 关于智慧城市的研究，国内外学者主要集中在智慧城市的内涵特征［５］、发展趋

势［６］、数字技术应用［７］、评价体系［８］等方面。 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一些学者开始从政策层面关注

智慧城市对经济社会产生的影响，包括经济增长［９］、可持续发展［１０］、创新能力［１１］、城乡收入差距［１２］

等。 Ｃａｒａｇｌｉｕ ａｎｄ ＤｅｌＢｏ［１３］通过对 ３０９ 个欧洲大都市地区的智慧城市进行倾向得分匹配估计，发现创

新水平更高的城市是智慧城市政策的实施水平高于欧盟平均水平的城市；宋德勇等［１］ 等利用我国

２００３—２０１８ 年城市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发现智慧城市建设显著促进了绿色技术创新的“量质齐升”，
但是城市层面的创新过于宏观，难以透析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在微观维度的影响效果和作用机理。

关于绿色创新领域的研究，现有文献将推动绿色创新的力量主要归纳为市场拉动［１４］、企业因

素［１５］与政府政策［１６ １７］三大类。 以 Ｓｃｈｕｍｐｅｔｅｒ［１８］为代表的现代创新理论指出需求因素（市场拉动）对
技术创新具有促进作用。 Ｒｅｎｎｉｎｇｓ［１９］将绿色技术创新划分为绿色产品创新和绿色过程创新两种，发
现顾客需求和市场竞争等市场因素能够有效推动绿色产品创新。 聂爱云和何小钢［２０］ 认为市场导向

型规制能够给企业提供更多的创新空间，诱发更多的绿色创新。 从企业内部因素的作用看，企业的绿

色资源［２１］、企业声誉［２２］等都能显著影响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活动。 政府政策的影响主要集中在环境

规制方面，由于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供求双方都产生作用，其与绿色创新的关系成为广泛研究的问

题，现有文献对此主要基于“波特假说”的框架展开［２３］。
通过对以往文献的总结梳理，可以看出现有文献大多基于城市层面的宏观视角进行研究，企业层

面微观数据的运用存在不足，少有研究从企业这一绿色技术创新主体出发，考察智慧城市建设对绿色

技术创新的影响效果和作用机制。 并且既有研究较少关注企业的异质性特征，难以深入探究智慧城

市试点政策对不同类型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产生的差异。 因此，本文基于微观企业进行绿色技

术创新决策的视角，精准识别了智慧城市试点政策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因果关系，并通过理论

分析和机制检验，厘清了智慧城市建设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和内在机制。 同时充分考虑

微观企业的异质性特征，从企业所有制性质、规模大小、是否属于高科技产业三个方面探究智慧城市

试点政策对不同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程度，为智慧城市建设的进一步推广提供经验证据。
三、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智慧城市以创新驱动与环境可持续性为主要特征，能够通过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

和组织创新引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一批绿色且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兴起，实现城市从传统发展到绿色

发展的形态跃迁［１］。 智慧城市建设强调将现代科学技术融入城市建设中，通过发挥集聚效应和资源

配置效应改变企业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治理方式，促进资金、人才、技术等要素的聚集，并依托数字化平

台实现政企之间、企业之间以及企业内部的信息共享和互联互通，缓解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融资约束和

资源配置低效率问题，为企业进行绿色创新活动提供动力。
从资金方面来看，由于绿色技术研发具有周期长、难度大的特点，企业仅依靠自有资金或内部融资投

入创新研发具有很大的风险和不稳定性，从而导致企业缺乏绿色创新动力［２４］。 智慧城市建设可以通过政

府环保补助、金融机构支持等渠道缓解企业进行绿色创新的资金约束问题。 在政府层面，智慧城市建设能

得到中央财政的大力支持，政府拥有建设智慧城市的资金，但没有足够的创新能力，而企业囿于资金压力缺

乏动力研发与智慧城市相关的技术和产品。 为了激励企业参与智慧城市建设，政府将提供税收优惠和专项

补贴等措施，以鼓励企业在智慧城市关键技术方面取得突破［２５］。 因此，试点区域为了实现城市绿色可持续

发展目标，会以环保补助、贴息、奖励等财政支出的形式，鼓励引导企业进行绿色技术研发、污染排放控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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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减排的正外部性内部化［２６］①。 并且那些积极参与绿色技术创新的企业，被认为是对国家政策的积极响

应，这类企业更容易获得政府的长期支持［２７］，从而为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提供更多的专项资金支持。 然

而，政府补贴可能会由于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导致逆向选择的行为。 王永贵和李霞［２８］认为获得政府补贴的企

业往往会以追求“数量”和“速度”而忽视“质量”的方式进行绿色创新活动。 在金融机构层面，由于信息不

对称、市场机制不健全以及研发过程高风险等问题，金融机构在事前难以进行绿色项目识别、信贷审查等工

作，事后的监管难度也很大，导致企业出现融资约束问题，抑制企业的绿色创新活动。 而智慧城市建设借助

新一代信息技术构建起高效的信息共享网络，大幅提升城市的信息化水平，使信息能够在各主体之间有效

传递，实现政府、金融机构、企业间数据共享和流程透明，从而缓解信息不对称引致的融资约束问题。
智慧城市建设能更好地实现创新要素的集聚、整合与优化，进而促进绿色技术创新。 从人才和技

术方面来看，一方面，建设智慧城市会创造出大量对于高技能、高学历劳动力的刚性需求，并形成支撑

高质量人力资本集聚的制度环境与市场环境，比如政府引导科研院所为企业提供创新人才或企业提

供更好的薪酬待遇水平等，吸引大批高质量人力资本集聚［２９］，为微观企业进行绿色创新活动提供优

质科技人才。 同时，这些优质的科技人才能够产生“头雁效应”，即“头雁”通过组建团队将知识快速

且广泛地传播，进而提升原有的劳动力素质［３０］。 另一方面，政府在引导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涉及智

慧交通、智慧物流、智慧医疗、智慧教育等各个领域，对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以及数字产品和绿色产品

的需求巨大，能够吸引高科技企业集聚。 高科技企业是我国技术创新的重要力量，可以通过技术溢出

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影响绿色技术创新活动［３１］。 同时，当地企业也会为了追求利润主动捕捉商业机

遇，研发建设智慧城市需要的绿色技术和产品。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假说 １：智慧城市建设能够提高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
假说 ２：智慧城市建设能够通过政府环保补助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假说 ３：智慧城市建设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假说 ４：智慧城市建设能够通过引进高质量人才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
假说 ５：智慧城市建设能够通过吸引高科技企业集聚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四、 研究设计

（一） 模型设定

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政策的实施，不仅会使处于试点城市的企业与样本期间处于非试点城市的企

业产生差异，还会存在城市在获批智慧城市试点前后的差异。 “准自然实验”为科学评估这一政策产

生的作用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基于此，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来评估智慧城市建设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的影响。 同时，由于我国智慧城市建设采用分年度分批次的方式，传统的“一刀切式”双重差分法不适

用于评估多时点的政策效果，因此借鉴曹希广等［３２］的做法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具体模型如下：
Ｇｒｅｅｉｊｎｔ ＝ α０ ＋ α１ＳｍａＣｉｔｙｎｔ ＋ βＸ ｉｊｎｔ ＋ θｉ ＋ γ ｊ ＋ ρｎ ＋ φｔ ＋ εｉｊｎｔ （１）
式（１） 中，ｉ 表示企业，ｊ 表示行业，ｎ 表示城市，ｔ 表示时间；Ｇｒｅｅ 代表 ＧｒｅｅＰａｔ、ＧｒｅｅＩｎｖ 和 ＧｒｅｅＰｒａｃ，

分别代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实质性绿色创新和策略性绿色创新；ＳｍａＣｉｔｙ 表示国家智慧城市试点虚

拟变量，取值为 １ 或 ０；Ｘ为控制变量，包括托宾 Ｑ值、资产负债率、资本密集度等；θ、γ、ρ、φ分别表示在

企业、行业、城市和时间层面的固定效应；ε 为随机扰动项。
（二） 变量选取与定义

１． 被解释变量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ＧｒｅｅＰａｔ）。 借鉴已有文献的度量方法［３３ ３４］，以 ２０１０ 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ＷＩＰＯ）公布的“国际专利分类绿色清单”（ ＩＰＣ Ｇｒｅｅｎ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工具为识别标准，核算出我国上市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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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绿色专利数量，以此衡量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 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细分出绿色发明专利

和绿色实用新型专利，分别作为实质性绿色创新（ＧｒｅｅＩｎｖ）和策略性绿色创新（ＧｒｅｅＰｒａｃ）的度量指标，
其中实质性绿色创新更能体现企业的绿色创新能力，而策略性绿色创新则反映企业为了迎合监管和

得到政府扶持追求“速度”和“数量”的创新行为［３５］。 关于识别样本的选择，一些学者认为专利授权数

据更能体现企业的技术创新程度，反映企业创新的质量和能力［３３］，但由于专利授权数据存在滞后的

情况，难以考察政策冲击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与专利授权数据相比，专利申请数据具有稳

定、可靠和及时的特点［１７］。 因此，本文采取企业绿色专利申请数据来衡量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
并分别使用企业绿色专利申请数量加 １ 的自然对数、绿色发明专利申请数量加 １ 的自然对数和绿色

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数量加 １ 的自然对数衡量 ＧｒｅｅＰａｔ、ＧｒｅｅＩｎｖ 和 ＧｒｅｅＰｒａｃ。
２． 核心解释变量

国家智慧城市试点的虚拟变量（ＳｍａＣｉｔｙ）。具体而言，此变量是实验组和控制组虚拟变量（ ｔｒｅａｔ）
与政策时间虚拟变量（ ｔｉｍｅ） 的交乘项。虚拟变量 ｔｒｅａｔ 表示将进入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名单的城市赋值

为 １，否则为 ０。虚拟变量 ｔｉｍｅ 表示将智慧城市试点后的年份赋值为 １，否则为 ０。
３． 机制变量

（１） 政府环保补贴（Ｇｏｖｇｓｕｂ）。借鉴程博和方瑜茜［３６］ 的方法，使用企业当年收到政府环保补贴金

额占企业总资产的比例 × １００ 衡量。（２） 企业融资约束（ＷＷ）。以企业融资约束 ＷＷ 指数衡量。（３）
高质量人才集聚（Ｔａｌｅｎｔ）。借鉴赵宸宇等［３７］ 的方法，以企业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员工数占员工总数

的比重表示。（４） 高科技企业集聚（Ｈｔｅｃｈ）。借鉴彭红星和毛新述［３８］ 的方法，首先确定出高科技产

业的行业代码，然后计算各城市在观测年度的高科技企业数量，并以高科技企业数占企业总数的比

重表征。
４． 控制变量

借鉴已有文献［１６，３３ ３４］ 的研究，本文控制了一系列可能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影响的变量。具体

包括：托宾 Ｑ 值（Ｔｏｂｉｎ Ｑ），即企业的市场价值与资本的重置成本之比；资产收益率（ＲＯＡ），即企业净

利润占总资产的比重；资产负债率（Ｌｅｖｅｒ），负债总额占总资产的比重；资本密集度（Ｃａｐｉｎｔｅｎ），为企业

资产总额与营业收入的比值；固定资产比（Ｆｉｘ），为企业固定资产与总资产的比值；两职合一（Ｄｕａｌ），
即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一人兼任，是取值为 １，反之为 ０；第一大股东持股比率（Ｌａｒｇｅｓｔ）；独立董事占

比（ Ｉｎｄｉｒｅ），即独立董事占董事会总人数的比重。
（三）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表 １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

变量名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ＧｒｅｅＰａｔ ０． ５０５ ０． ９５８ ０ ７． ３４２
ＧｒｅｅＩｎｖ ０． ３４３ ０． ７８２ ０ ７． ２２８
ＧｒｅｅＰｒａｃ ０． ３２２ ０． ７２１ ０ ６． ３２６
ＳｍａＣｉｔｙ ０． １８０ ０． ３８４ ０ １
Ｔｏｂｉｎ Ｑ １． ９１７ １． １０９ ０． ８４５ ７． １００
ＲＯＡ ０． ０４１ ０． ０５２ － ０． １７５ ０． １９６
Ｌｅｖｅｒ ０． ４３０ ０． １９８ ０． ０５０ ０． ８４９
Ｃａｐｉｎｔｅｎ ２． ２３３ １． ７４８ ０． ３７２ １１． ２３
Ｆｉｘ ０． ２４５ ０． １６２ ０． ０１２ ０． ７２９
Ｄｕａｌ ０． ２２７ ０． ４１９ ０ １

Ｌａｒｇｅｓｔ ０． ３５１ ０． １４９ ０． ０９０ ０． ７４９

Ｉｎｄｉｒｅ ０． ３７１ ０． ０５３ ０． ３００ ０． ５７１

　 　 本文选取 ２００７—２０２１ 年中国 Ａ 股上市公司绿色专

利申请数据，评估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

新的影响。 对于企业相关数据的处理，一是剔除了证券

简称中含有 ＳＴ、∗ＳＴ 等的上市公司，二是剔除了资产负

债率大于 １ 的公司，三是剔除主要变量缺失严重的数据

样本。 对于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城市的处理，参考石大千

等［１０］ 的筛选方式，剔除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名单中仅将

地级市的某个区或县作为试点的城市。 本文上市公司

专利数据和公司层面的相关数据分别来自国家知识产

权局和国泰安数据库（ＣＳＭＡＲ），行业划分参照国家统

计局 ２０１７ 年公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ＧＢ ／ Ｔ ４７５４—
２０１７）。 为了剔除极端值在实证分析部分产生的影响，
对主要连续变量进行 １％和 ９９％水平上的缩尾处理。

根据相应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表 １）可以看出，
在观测期间，我国 Ａ 股上市公司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最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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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值为 ７. ３４２，最小值为 ０，均值为 ０. ５０５，标准差为 ０. ９５８，表明我国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较低，不
同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具有比较显著的差异，同时实质性绿色创新和策略性绿色创新的差异也

较为明显。
五、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一） 基准回归结果

为了考察智慧城市建设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有何影响，以实质性绿色创新为主还是更倾向于策

略性绿色创新，本文采用多期 ＤＩＤ 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并在模型中控制了时间、企业、城市和行业固定

效应，检验结果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中，列（１）至列（３）分别表示不加入控制变量的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以

及实质性绿色创新与策略性绿色创新在智慧城市试点政策下的估计结果，列（４）至列（６）为加入了控

制变量的估计结果。 可见，所有回归结果中 ＳｍａＣｉｔｙ 的估计系数均在 １％的水平下显著，表明在一定

程度上智慧城市试点政策显著提升了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也显示出该政策能够显著促进实质

性绿色创新和策略性绿色创新，并且对前者的促进作用更强。 这意味着智慧城市建设既能够从推动

企业进行“高质量”的创新行为，提升其创新能力，也能够激励企业提升创新的“数量”和“速度”，即实

现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在数量上的增长和质量上的提升。 假说 １ 得以验证。

表 ２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ＧｒｅｅＰａｔ
（２）

ＧｒｅｅＩｎｖ
（３）

ＧｒｅｅＰｒａｃ
（４）

ＧｒｅｅＰａｔ
（５）

ＧｒｅｅＩｎｖ
（６）

ＧｒｅｅＰｒａｃ

ＳｍａＣｉｔｙ ０． ２６３∗∗∗

（０． ０３６）
０． ２０９∗∗∗

（０． ０３２）
０． １６０∗∗∗

（０． ０２８）
０． ２３０∗∗∗

（０． ０３６）
０． １８３∗∗∗

（０． ０３３）
０． １３９∗∗∗

（０． ０２８）

Ｃ ０． ４５８∗∗∗

（０． ００６）
０． ３０６∗∗∗

（０． ００６）
０． ２９３∗∗∗

（０． ００５）
０． ５３０∗∗∗

（０． １００）
０． ３２６∗∗∗

（０． ０７２）
０． ３４２∗∗∗

（０． ０７５）
控制变量 Ｎｏ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固定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个体固定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固定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行业固定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Ａｄｊ⁃Ｒ２ ０． ６６２ ０． ６５２ ０． ６１４ ０． ６６７ ０． ６５６ ０． ６１７
Ｎ ２０ ０６５ ２０ ０６５ ２０ ０６５ ２０ ０６５ ２０ ０６５ ２０ ０６５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稳健标准误经过城市

层面的聚类处理。

（二） 稳健性检验

１． 平行趋势检验

通过多期 ＤＩＤ 模型量化智慧城市试点的政策效应，首要前提是设立为国家智慧城市的处理组和

未设立为国家智慧城市的控制组在政策实施之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不存在显著差异或发展趋势

相对一致，即满足平行趋势假定。 本文借鉴 Ｄｅｓｃｈêｎｅｓ ｅｔ ａｌ． ［３９］的事件研究法，构建模型如下：

Ｇｒｅｅｉｊｎｔ ＝ ∑
７

ｋ ＝ －４
βｔＳｍａＣｉｔｙｋ

ｎｔ ＋ σＸ ｉｊｎｔ ＋ θｉ ＋ γ ｊ ＋ ρｎ ＋ φｔ ＋ εｉｊｎｔ （２）

式（２）中，βｔ 反映了观测期间处理组和控制组的企业在政策实施前后的差异变动。 本文设置政策

实施当期为 ０，实施前一年为 － １，后一年为 １，以此类推。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如图 １ 所示，可以看出，
政策实施之前的估计系数围绕在 ０ 附近，且各时期的置信区间均包含 ０，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两组

样本的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在政策实施前不存在明显的差异。 智慧城市政策实施第一年开始促进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并呈显著且持续上升的趋势，结果通过平行趋势假定。
２． 多时点倾向得分匹配 －双重差分（ＰＳＭ⁃ＤＩＤ）估计

为了缓解选择性偏差对结论可靠性的干扰，本文先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ＰＳＭ）来消除这种偏差。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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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首先，通过 Ｌｏｇｉｔ 模型按照卡尺最近邻匹配对实验组和控制组样本进行匹配，并观察倾向得分匹配前

后处理组和控制组的平衡性。 平衡性检验结果显示，匹配后所有控制变量的标准性偏差的绝对值均

小于 ５％ ，且 Ｐ 值均大于 ０. １，说明匹配后实验组与控制组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通过平衡性检验。 其

次，将不匹配的样本剔除掉。 最后，根据匹配结果重新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评估智慧城市建设的政

策效果。 结果显示，智慧城市建设显著促进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对实质性绿色创新和策略性绿色创

新都存在正向激励作用，与基准结果基本一致，证实了研究结果的稳健性①。
３． 安慰剂检验

为了排除不可观测变量和时序差异对智慧城市试点政策评估的影响，保证文章结论的可靠性，本
文进一步进行安慰剂检验。 安慰剂检验包括虚构处理组和虚构政策时间两种思路。 具体而言，一方

面，本文通过随机抽取处理组和对照组，并与政策时间虚拟变量交互，构成新的试点政策变量，使智慧

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冲击变得随机，得到虚构处理组的影响系数估计值。 然后将此

随机过程重复 ５００ 次，得到 ５００ 个回归系数估计值。 最后，绘制出这 ５００ 个系数估计值的核密度分布

图。 由图 ２ 可知，政策变量的回归系数集中分布在 ０ 值附近且服从正态分布，远小于基准回归的系数

估计值。 因此，可以排除不可观测变量对本文估计结果的影响。 另一方面，本文参考已有研究的做

法，将住建部公布的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名单的时间向前平推两年，构建虚假的政策时间虚拟变量，并
对其进行多期 ＤＩＤ 回归②。 可以看出，试点政策变量的估计系数均不显著。 因此，可以得出本文的研

究结论并非不可观测变量和时序差异引起的，本文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图 ２　 虚构处理组的安慰剂检验结果

４． 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步法

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可能存在样本选择偏误问题，即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更强的企业可能更集

中在智慧城市，这可能会导致研究结论存在偏差。 为了进一步解决此问题，本文运用 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步法

对模型进行估计［４０］。 借鉴陈强远等［４１］ 的研究步骤得到 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步法的估计结果。 表 ３ 结果表

明，在固定效应情况下，ＩＭＲ 的估计系数均显著，说明存在明显的样本自选择问题，有必要进行 Ｈｅｃｋ⁃
ｍａｎ 两步法。 同时，智慧城市建设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及其质量和数量的影响仍然显著为正，验证了

本文结论的稳健性。

—６—

①
②

限于篇幅，具体结果可向作者索取。
限于篇幅，具体结果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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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３　 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步法估计结果

变量
（１）

ＧｒｅｅＰａｔ
（２）

ＧｒｅｅＩｎｖ
（３）

ＧｒｅｅＰｒａｃ

ＳｍａＣｉｔｙ ０． ３９０∗∗∗

（０． ０４６）
０． ４５６∗∗∗

（０． ０５０）
０． ２８１∗∗∗

（０． ０５０）

ＩＭＲ １１． ２９８∗∗

（４． ８０１）
１０． ５７１∗∗

（４． ７９９）
１１． １３３∗∗

（４． ９８４）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Ａｄｊ⁃Ｒ２ ０． ６５２ ０． ６６２ ０． ５９０
Ｎ ５ ９００ ４ ４９０ ４ ４１０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稳健

标准误经过城市层面的聚类处理。

（三） 作用机制检验

虽然上述实证结果验证了智慧城市建设能够显著

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主要结论，并且经过多种稳

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成立，但是并未从实证层面深入

剖析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内在

机制。 基于理论分析部分，本文进一步从政府环保补

贴、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高质量人才集聚以及高技术产

业集聚四个方面进行作用机制检验。
表 ４ 和表 ５ 分别展示了政府补贴政策、融资约

束、高质量人才集聚以及高科技企业集聚的作用机制

检验结果。 表 ４ 结果显示，列（１）中 ＳｍａＣｉｔｙ 的估计系

数在 １％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智慧城市建设有助于

提高政府对企业扶持力度。 列（２）同时加入 ＳｍａＣｉｔｙ 和
表 ４　 作用机制的检验结果

变量
（１）

Ｇｏｖｇｓｕｂ
（２）

ＧｒｅｅＰａｔ
（３）
ＷＷ

（４）
ＧｒｅｅＰａｔ

ＳｍａＣｉｔｙ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２５２∗∗∗

（０． ０４５）
－ ０． ０５４∗∗∗

（０． ０１４）
０． ２６８∗∗∗

（０． ０２６）

Ｇｏｖｓｕｂ ０． ５７０∗∗

（０． ２６０）

ＷＷ － ０． ０４５∗∗∗

（０． ０１３）

Ｃ ０． ０２４∗∗∗

（０． ００３）
０． ０１５

（０． １３４）
－ ０． ９０３∗∗∗

（０． ０３１）
０． ００９

（０． ０５９）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Ａｄｊ⁃Ｒ２ ０． １４２ ０． １３０ ０． １２８ ０． １１６
Ｎ １９ ２５２ １９ ２５２ ２０ ０６５ ２０ ０６５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 和 １０％ 的显著性水

平下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稳健标准误经过城市层面的

聚类处理。

表 ５　 作用机制的检验结果

变量
（５）
Ｔａｌｅｎｔ

（６）
ＧｒｅｅＰａｔ

（７）
Ｈｔｅｃｈ

（８）
ＧｒｅｅＰａｔ

ＳｍａＣｉｔｙ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４）
０． ０５２∗∗

（０． ０２１）
０． ０１９∗∗∗

（０． ００６）
０． ２２２∗∗∗

（０． ０３３）

Ｔａｌｅｎｔ ０． ０８２∗

（０． ０４６）

Ｈｔｅｃｈ ０． ４２１∗∗∗

（０． １０１）

Ｃ ０． ２０９∗∗∗

（０． ０１２）
０． ４８９∗∗∗

（０． ０１４）
０． ５９８∗∗∗

（０． ００９）
０． ２７９∗∗

（０． １１４）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Ａｄｊ⁃Ｒ２ ０． ５４１ ０． ５５９ ０． ６３６ ０． ６６８
Ｎ １９ ５４７ １９ ５４７ ２０ ０６５ ２０ ０６５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 和 １０％ 的显著性水

平下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稳健标准误经过城市层面的

聚类处理。

Ｇｏｖｇｓｕｂ 两个变量后，智慧城市建设政策和

政府环保补贴的估计系数均在 ５％水平下显

著，表明政府环保补贴是智慧城市建设促进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假说 ２ 得以

验证。 列（３）中 ＳｍａＣｉｔｙ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

负，表明智慧城市建设能够缓解企业融资约

束问题。 列（４）中同时加入变量 ＳｍａＣｉｔｙ 和

ＷＷ 后，智慧城市建设政策和企业融资约束

的估计系数显著度均通过 １％ 的置信水平，
表明智慧城市建设能够通过缓解企业融资

约束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假说 ３ 得

到验证。 表 ５ 列（５）和列（６）的结果显示，
ＳｍａＣｉｔｙ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在加入变量

Ｔａｌｅｎｔ 后，智慧城市建设政策和高质量人才

集聚程度变量的仍在 １０％水平下显著，说明

智慧城市建设能够通过高质量人才集聚促

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假说 ４ 得以验证。 同

样，高科技企业集聚也是智慧城市建设促进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之一，假说 ５
得以验证。 综合以上结论，国家智慧城市试

点政策能够通过政府环保补贴、缓解企业融

资约束、高质量人才集聚和高科技企业集聚

等机制为企业提供资金、人才和技术，进而

提高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
六、 进一步分析

为了更加深入地考察智慧城市建设对

不同类型企业的适用性，探寻智慧城市建设

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因素，本
文进一步从企业所有制性质、规模大小、是
否属于高科技产业进行异质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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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海岚，黄　 婷 智慧城市建设能够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量质齐升”吗？

（一） 企业所有制的异质性

企业所有制的不同可能会导致政策冲击的异质性结果。 在中国国情下，国有企业具有重要的战

略地位，往往分布在垄断行业，相比非国有企业更容易获得政府的优惠政策和财政支持，并且在经济

社会中还承担着一定的责任和使命，使得国有企业更有动力进行绿色技术创新。 本文通过分组回归，
将样本按照企业产权性质的差异划分为国有企业（ＳＯＥ）和非国有企业（ＮＳＯＥ）。 回归结果（表 ６）显
示，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两组样本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均显著为正，并且分组回归系数差异均在 １％
水平下显著，通过 Ｃｈｏｗ 检验。 从估计系数看，国有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及其“质量”和“数量”方
面均强于非国有企业，这可能是因为国有企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还担任着可持续发展示范者的角

色［４２］。 总的来说，智慧城市建设对国企和非国企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均有明显的提升作用，但对国

有企业的促进效应更大。
表 ６　 企业所有制的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ＧｒｅｅＰａｔ ＧｒｅｅＩｎｖ ＧｒｅｅＰｒａｃ

ＳＯＥ ＮＳＯＥ ＳＯＥ ＮＳＯＥ ＳＯＥ ＮＳＯＥ

ＳｍａＣｉｔｙ ０． ３４４∗∗∗

（０． ０５５）
０． １２７∗∗∗

（０． ０３６）
０． ２７３∗∗∗

（０． ０４９）
０． １０４∗∗∗

（０． ０３２）
２． １７８∗∗∗

（５． ２２）
０． ２０７∗∗∗

（０． ０４４）

Ｃ ０． ６４５∗∗∗

（０． １６６）
０． ６３３∗∗∗

（０． １３８）
０． ５０３∗∗∗

（０． １４６）
０． ３４７∗∗∗

（０． １０６）
３． ５１９∗∗

（２． ２１）
０． ３６５∗∗∗

（０． １１１）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Ａｄｊ⁃Ｒ２ ０． ７０８ ０． ６２９ ０． ６９２ ０． ６１６ ０． ５１８ ０． ６６１
Ｎ ９ ０１７ １１ ００４ ９ ０１７ １１ ００４ ９ ０１７ １１ ００４
Ｃｈｏｗ 检验⁃Ｐ 值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稳健标准误经过城市

层面的聚类处理。 Ｃｈｏｗ 检验用于判断组间 ＳｍａＣｉｔｙ 系数差异的显著性。

（二） 企业规模的异质性

Ｓｃｈｕｍｐｅｔｅｒ［４３］提出的假说认为，资金的可获得性在技术创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认为企业的

创新活动需要高昂的费用和长期投入，规模越大的企业承受研发失败风险的能力越强。 那在智慧城

市试点政策的作用下，不同规模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是否符合熊彼特假说呢？ 为了证实这一问

题，本文以企业总资产对数值的中位数为划分标准，将企业样本分为两组，高于或等于中位数的为大

企业（Ｂ⁃ｃｉｔｙ），反之为小企业（Ｓ⁃ｃｉｔｙ）。 表 ７ 结果表明，大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及其实质性绿色创新和

策略性绿色创新均在 １％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而小企业的回归系数虽均为正，但并不显著，且分组通过

Ｃｈｏｗ 检验。 这说明智慧城市建设有效促进了大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该结论支持熊彼特假说。
表 ７　 企业规模的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ＧｒｅｅＰａｔ ＧｒｅｅＩｎｖ ＧｒｅｅＰｒａｃ

Ｂ⁃ｃｉｔｙ Ｓ⁃ｃｉｔｙ Ｂ⁃ｃｉｔｙ Ｓ⁃ｃｉｔｙ Ｂ⁃ｃｉｔｙ Ｓ⁃ｃｉｔｙ

ＳｍａＣｉｔｙ ０． ４３６∗∗∗

（０． ０８６）
０． ０２９

（０． ０４８）
０． ３５２∗∗∗

（０． ０８０）
０． ０４３

（０． ０３４）
０． ２７７∗∗∗

（０． ０６６）
０． ０３０

（０． ０２０）

Ｃ ０． ８４６∗∗∗

（０． １４３）
０． ３８６∗∗

（０． １８７）
０． ５９１∗∗∗

（０． １３８）
０． ２０２

（０． １４４）
０． ５７１∗∗∗

（０． １０６）
０． ２７６∗∗∗

（０． ０８３）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Ａｄｊ⁃Ｒ２ ０． ７３７ ０． ５０６ ０． ７２３ ０． ４３０ ０． ６８４ ０． ４９３
Ｎ ９ ９７０ ９ ９７３ ９ ９７０ ９ ９７３ ９ ９７０ ９ ９７３
Ｃｈｏｗ 检验⁃Ｐ 值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稳健标准误经过城市

层面的聚类处理。 Ｃｈｏｗ 检验用于判断组间 ＳｍａＣｉｔｙ 系数差异的显著性。

（三） 企业是否属于高科技产业的异质性

高科技产业是研发资金投入程度高，研发人员数量比重大的产业，隶属于高科技产业的企业是我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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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科技创新的重要推动力量。 因此，本文以上文确定的高科技产业的行业代码为划分依据，将样本企

业划分为属于高科技产业的企业组（Ｈｔｅｃｈ⁃Ｙ）和不属于高科技产业组的企业组（Ｈｔｅｃｈ⁃Ｎ），分别进行回

归。 表 ８ 显示，无论是属于高科技产业的企业还是非高科技产业的企业，智慧城市建设对绿色技术创

新促进作用均显著为正，且 Ｃｈｏｗ 检验的 Ｐ 值均小于 １％ ，表明组间回归系数差异显著。 意味着智慧

城市建设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质量”和“数量”水平，且对属于高科技产业的企业的促

进作用比不属于高科技产业的企业的促进作用更高。
表 ８　 是否属于高科技产业的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ＧｒｅｅＰａｔ ＧｒｅｅＩｎｖ ＧｒｅｅＰｒａｃ

Ｈｔｅｃｈ⁃Ｙ Ｈｔｅｃｈ⁃Ｎ Ｈｔｅｃｈ⁃Ｙ Ｈｔｅｃｈ⁃Ｎ Ｈｔｅｃｈ⁃Ｙ Ｈｔｅｃｈ⁃Ｎ

ＳｍａＣｉｔｙ ０． ３１４∗∗∗

（０． ０５８）
０． １４４∗∗∗

（０． ０４２）
０． ２８５∗∗∗

（０． ０５５）
０． ０７０∗∗

（０． ０２８）
０． １７８∗∗∗

（０． ０４５）
０． １０５∗∗∗

（０． ０３３）

Ｃ ０． ６５０∗∗∗

（０． １２９）
０． ３５０∗∗∗

（０． １２１）
０． ３９０∗∗∗

（０． １０６）
０． ２１８∗∗

（０． １０２）
０． ４１０∗∗∗

（０． ０９９）
０． ２５８∗∗∗

（０． ０８９）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Ａｄｊ⁃Ｒ２ ０． ６５９ ０． ６５４ ０． ６４６ ０． ６５９ ０． ６０８ ０． ６１６
Ｎ ８ ３３７ １１ ７０５ ８ ３３７ １１ ７０５ ８ ３３７ １１ ７０５
Ｃｈｏｗ 检验⁃Ｐ 值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稳健标准误经过城市

层面的聚类处理。 Ｃｈｏｗ 检验用于判断组间 ＳｍａＣｉｔｙ 系数差异的显著性。

七、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智慧城市建设是我国当前乃至未来相当一段时期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和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方

向。 绿色技术创新是引领绿色发展的重要动力，而企业是绿色技术创新的主体。 基于此，本文以

２００７—２０２１ 年中国 Ａ 股市场上市公司的绿色专利申请量为研究样本，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考察

了智慧城市建设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和内在机制，以及对于不同类型企业的作用差异。
研究发现：（１）智慧城市建设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并且对实质性绿色创新和策略

性绿色创新都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实现了绿色技术创新的“量质齐升”。 经过多时点 ＰＳＭ⁃ＤＩＤ 法、
安慰剂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可靠。 （２）作用机制检验显示，智慧城市建设能够通过

政府补贴政策、缓解融资约束、高质量人才集聚和高科技企业集聚四个途径为企业提供资金、人才和

技术，进而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３）异质性分析发现，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不同类型企业的影响

存在明显差异，表现为对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高科技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更显著的正向影响。
本文的研究对进一步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和绿色技术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基于上述

研究结论，本文得出如下政策启示：（１）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城市信息化智能化发展。 各地应

加快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步伐，构建具备融合、协同、智能等特点的数字基础设施，进一步深化与城市

建设的融合程度，全面赋能智慧城市建设。 根据各地实际情况规划和运营城市大数据平台，挖掘地方

特色优势，充分发挥各方主体的积极性，打破“数据壁垒”，最大化释放价值，畅通各主体间的信息传导

渠道，缓解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２）政府应充分考虑企业的异质性特征，总结典型范例，复制

成功经验，充分发挥大规模企业、高科技企业等在绿色技术创新方面的“领头羊”作用。 同时为有绿色

技术创新意愿的民营企业、小微企业及传统企业给予更多政策补助和专项扶持。 （３）政府应积极引导

企业与科研机构、院所交流合作，发挥科研院所的人才技术资源优势和企业的实践资源优势，加强产

学研深度融合，通过聚集高质量人才和技术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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